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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７０年来，中国高考以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为逻辑起点，以为国为民的责任担当为价值
取向，以恪守公平的形式变革为基本底线，以追求科学的内容变革为不懈突破，在演进历程中，有
恪守亦有突破，最终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中国高考必须要平衡相关主体的
权益问题、辨析高考的属性问题、关注教育评价体系及其导向作用、直面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
题。中国高考改革，也要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问题、完善中国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困境中
突围、在改革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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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的教育制
度，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①。一方面，高考是
连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不仅对中等教育
具有突出的导向作用，而且关系着高等教育的生源
质量与办学效果；另一方面，高考兼具文化功能、政
治功能、更新社会结构功能②，对社会的稳定、发展
与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于１９５２年的统一高考
制度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创举，但它的创立绝非空中楼阁。它萌发于中
国古代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统考制度的思想

积淀，根植于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我国近代高等教
育机构的招生探索，生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初的教育实践③。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在１９４９
年至１９５２年间，经历了从单独招考到大区统考
的过渡，逐渐制度化，最终形成统考统招的基本
模式。１９５３－１９７６年，“统”“独”两派的论争使高
考反复于统一考试与单独考试之间，在“文革”时
期，统一考试还曾被推荐制所代替。１９７７年，统
一高考制度恢复，自此开启了改革与完善的新征
程。本文基于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高校考试招
生制度的探索、建立与变革的事实，尝试提炼中
国元素、发现中国特色、总结中国道路，剖析“变”

与“不变”背后的中国问题，最终将问题回归于中
国国情下的高考改革。

一、７０年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中国模式

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缘起于厚重的历史与

文化，有着强烈的为国家促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
责任担当，恪守公平是它的基本底线，追求科学是
它的努力方向，７０年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彰显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是“早发内生型”高考

制度的逻辑起点

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中国以及中国教育的现代

化一样，常被认为是“后发外生型”的，以外部条件
的刺激为起点、缺乏内部的要素积累，以“追赶”为
策略、忽略问题存在的特殊性，目的在于摆脱自己

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④。中国高校考试招生

制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发状
态方面却与其母体不同。它是“早发内生型”的，五
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超级大国的政治、国情是它
的逻辑起点。审视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缘起、

变迁与发展，不能与“后发外生型”的我国高等教育
相混淆。换言之，不能忽略其中的中国元素，即高
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历史性与情境性。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历史性，是它的“早发”性
的表征。所谓“早发”，即时间上的先进性。具体表
现为建立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它不仅是中国统

６１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43510054?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一高考的制度原型，而且是日本贡举制度、越南科
举制度以及英、法、德、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的仿行
对象⑤。同时，科举制度引发的“考试大国”的文化
国情，也是使统一高考制度备受认可的社会基础。
从抽象意义来看，高考与科举是同构的⑥。在属性
方面，二者都属于大规模、高利害、竞争性的选拔考
试，遵循考试至公的原则，能够肩负起甄别出文化
素养较高人才的使命。从责任主体来看，二者都由
国家主考，全国统一时间、科目、考纲或内容，具有
稳定性与权威性。在考试程序方面，二者皆因过程
的严密而享有很高的社会信誉，科举考试所实行的
编号、入闱、闭卷、糊名、回避、双重定等第、复查等
办法还为现代高考所沿用。在作用与影响方面，二
者既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优化教育系统、
提升国民素质，又带来了片面应试、重治术轻技术
等弊端。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情境性，决定了它的“内

生”性。所谓“内生”，即驱动力的内在性。中国高
考制度并非存在于“真空”状态下，从建立到改革，
无不缘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求、文化和教育
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公众对高考制度的责难。统
一高考制度之所以在１９５２年正式建立，一方面，新
中国成立之初，社会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
是统一高考建立的重要历史契机，在高等教育尚十
分薄弱的当时，统一招生制度是快速发展国民经
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公平高效选拔和培养各条
战线合格人才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１９５２年院
系调整，亟须通过加强高等学校招生的计划性，巩
固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成果⑦。１９７７年，统一高考
制度恢复，并很快进入改革期。可以说，统一高考
的恢复，关系到特殊历史国情下我国的高教事业发
展、经济建设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统一高考的改
革，则缘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建
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客观要求，以及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的现实需要。

（二）为国为民的责任担当是“为国选才”的高
考制度的价值取向

１９５２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时，招生名额、报考
条件、考试内容、命题、阅卷、录取及调配各环节，都
由国家做出统一规定⑧。高考作为典型的国家教
育考试，不仅由国家把控，还始终为国家负责、为民
众负责。具体表现为它长期扮演着“抡才大典”的
角色，为国家建设事业选拔优秀人才。这是世界大
多数国家，尤其是非统考国家的高考制度无法比

拟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培养大量高级和

中级建设人才被视为迫切的政治任务。１９５２年７
月８日，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
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
校和中等学校严格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国家干部
培养计划的关键。换言之，彼时的高考承担着为国
家遴选储备干部的重任，高考自建制之初，就体现
出明显的国家主导以及国家主义价值观。比如，招
生任务总数、各科人数、各科占比由中央人民政府
高等教育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规定；中央
成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组织领导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以考生的政治立场、实践工作经验、阶级
成分而非学业成绩为录取依据；高校毕业生由政府
统一分配工作；等等。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统一高
考制度被废止，１９７７年得以恢复。恢复之初的高
考制度被定性为“一件关系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
事”，是社会“由乱而治”的突破口，也是实现高级专
门人才培养过程健康有序的切入点。特殊的历史
阶段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以重创，统一高考的恢复，不仅激发了人民的学习
积极性，形成了浓厚的向学风气，更重要的是为政
治、经济的各项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
础，对于推动国家发展意义重大。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统一高考制度进入改
革期，它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人民生活谋幸福的
形式也逐渐走向精准化。主要体现在为边远农
村和艰苦行业培养人才等方面。比如，高校招生
重视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发展问题，通过倾斜的高
校招生政策实现高等教育的扶贫、扶弱功能。

１９８３年起，在与农村发展需要密切相关的农、林、
医、师院校中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２００７年
起，实施“免费师范生”政策；２０１０年起，开展农村
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２０１２年起，面向贫困
地区实施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再如，高校招生合
理考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人单位的需要，通过
特殊的招生政策实现高等教育的强国使命，２００５
年起，允许地质、矿业、石油、军工等行业招收定
向就业生。

７０年的高考制度，长期致力于为国家建设服
务、为社会稳定做贡献。７０年的高校招生体制改
革，也使中国高等教育三大基本职能中最薄弱的
“为社会服务”职能得到了越来越全面的体现与
拓展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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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恪守公平的形式变革是“受制于人情社
会”的高考制度的基本底线
公平是社会大众对高考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

也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精神之所在⑩。高考
的不公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隐患，高考改革必
须首重公平已成为共识瑏瑡。与内容相比，形式是一
种外在表现，高考的形式公平也比内容公平更为直
观、更易达成。事实上，民众对高考公平问题的关
注也常聚焦于此。７０年高考制度的形式变革始终
以保障公平为基本底线。
其一，考试的组织形式从以公平为目的的“统

一”转向以公平为基准的“多样”。从历史上看，中
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便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考试，是
“大一统”思想的典型表征。科举废黜、新式学堂兴
起，民国大学单独、计划、统一等多种招生形式并
存，总体趋势是由单独招生向统一招生渐进发展。
建立于１９５２年的统一高考制度迄今已近７０年，虽
然期间有短暂的反复、暂停，以及两次影响力较大
的统独存废之争瑏瑢，但统一的组织形式因能保证高
考的形式公平而广被认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
保送生、自主招生、春季高考、综合评价录取、高水
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员、专项计划等纷纷试水多
样化的考试形式，但迫于公众对高考公平的期待，
此类招考多是“戴着镣铐跳舞”、屡屡遭遇“寒流”。
可以说，公平依旧是高考形式变革的底线，２０１９年
被誉为“史上最严自主招生年”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二，考试的命题形式从“统一”到“分省”再到

“一纲多卷”，是从“考试公平”、“区域公平”再到“有
效率的公平”的递进。１９５４年“统一考试、统一命
题”开始实行，虽然期间有短暂的（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７
年）分省命题或个别省份试行单独命题，但这一形
式仅持续至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教育部开始试行分
省自主命题改革。到２００７年，有条件、有能力命题
的省份均获得了高考单独命题权。２０１４年《国务
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明确要求，“２０１５年起增加使用
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到２０１９年，使用全国
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已达到８０％以上。２００４年起
实行“分省命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幅员辽阔、
地域差异较大瑏瑣，高考命题只有充分考虑地区基础
教育情况、经济发展水平，才能促进公平。２０１４年
起，高考回归全国命题，但建立在“一纲多卷”的基
础上，以保证试题的科学性和整体水平，最终目标
是达到公平和效率的最大化瑏瑤。
其三，传统录取形式向网上录取方式的转变以

及志愿填报的相关变革，是招录过程对公平的追
求。２０世纪的高考使用的是传统的录取方式，以
纸介质为媒介，进行手工管理，不仅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耗费大量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招录过程难
以监控，容易滋生腐败。２００１年，全国高考招生网
上录取系统基本建成。如今，信息技术已应用于高
考的每一个环节，如：招生计划的制订、调整与发
布；考生信息的采集；网上志愿填报；招生录取；招
生宣传的网络互动；招生信息平台的信息发布；信
息公示与社会监督等。２００５年，高校招生“阳光工
程”开始推进，不仅使招生录取工作更加便捷，而且
加强了招生过程的公开性，优化了对招考环境的综
合治理。同时，志愿填报形式由考前报志愿向考后
估分报志愿及梯度志愿再向知分、知线报志愿及平
行志愿的转变，使“每一分用到了极致”，从考生的
角度来说，这一形式更加公平。

（四）追求科学的内容变革是“甄别拔尖创新型
人才”的高考制度的不懈突破
高考贯彻公正公平性原则的第一要务，就是确

定科学合理的选拔标准瑏瑥，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
高考内容的科学性，以选拔出社会需要的高级专门
人才。在中国现行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中，主要通
过高考科目、考试内容、招生标准等方面来实现。
高考科目的变革，重在提升科类的针对性，加

强高校与学生的选择性。１９５２－１９６５年，各类别
考试科目数量不同，不同年份之间差异较大，科学
科目及外语科目的地位有限。理工农医类以测试
本国语文、政治常识、数学、物理、化学为主；医农林
生物类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生物；文史财经政法类
则主要测试本国语文、政治常识、历史、地理。１９７７
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文六理七”模式趋于主
导，以“统一”“简便”为整体特征瑏瑦，但外语、生物分
值递增。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文六理七”的弊
端逐渐显现，一是分类过“粗”，不利于科学选才；二
是科目不全，不利于中学育才；三是学生负担过重，
又难以避免偏科。鉴于此，高考进行了会考基础上
的科目改革，如，“上海‘３＋１’”“三南４＊４”“全国３
＋２”“３＋‘Ｘ’”“３＋‘Ｘ’的多元演化”等。２０１４年
起的高考综合改革，不同试点省市选用不同的科目
选择方式，如“３＋３”“３＋１＋２”等。整体而言，高考
科目的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加强了专业选才的
针对性，考生须根据意向专业要求选择应试科目，
而且提升了考试的科学性，对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等科目更加重视，确定了物理是自然科学的基
础、历史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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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变革，重在提升考试的甄别度，实现
从知识、能力到素质的转向。１９５２－１９７６年，高考
制度的发展困于各种政治运动，在考试内容发展方
面基本上没有科学性可言，考试命题处于经验命题
阶段，随意性比较大，几乎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瑏瑧。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尝试高考标准化改革，
包括制定考试大纲、编制试题与制定论述题评分细
则、进行分卷考试和机器阅卷、建设试题库、建立标
准分数制度等瑏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启动考试内容
命题立意的改革，考核目标从“以学生掌握了多少
知识为考核目标”的知识立意，转向“以学生知识基
础上的能力考查为考核目标”的能力立意，并最终
转向“以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
等的综合素质为考核目标”的素质立意。
招生录取依据的变革，指向综合化与多元化。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高校招生录取有着浓厚的工具论
色彩，政治标准是根本宗旨。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之
后，在教育、经济基础有限的情况下，“唯分数论”占
据高校招生录取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在前两个阶
段，出于种种原因，招考效率不得不让步于招考公
平。２１世纪初以来，尤其是高考综合改革的开展，
加速了招生录取依据的多元化。“依据统一考试成
绩、依据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
果”被试点省市认同。这是扭转过去单一总分、一
考定终身的不科学的评价体系的起点，也是高考制
度在科学性上的重要突破，对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
才、培养社会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二、亦守亦破的根本原因

７０年来，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有坚
守，亦有突破。这样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
度，每一次调整的背后都有与历史、社会、文化因素
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

（一）国家的权威性持久不变，高校的主体地位
螺旋式上升，民众的监督作用有所增加，核心要义
在于百姓对高考公平的无限期待

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７０年来经历了一个建
制、暂停、恢复与改革的过程，虽然演进之路跌宕起
伏，但它的责任主体较为固定，包括国家、高校与民
众，三者的权责在博弈中发生变化，国家对高校考
试招生的整体把控局面没有改变。国家级、省级相
关部门负责招生计划的制定，报名资格的确定，招
考时间、类别、科目、内容的安排，命题工作，考核形
式的决定，录取依据的采择，录取结果的决定，等
等，尤其是在普通类生源的招考中更为明显。高校

在考试招生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所增加，但仍显不
足。高校参与招生计划的制定，对已投档考生具有
一定的选择权；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高校还
可根据相关要求决定招考科目；在特殊类招考中，
高校决定报名资格、招考事宜、录取事宜，却难以承
担责任、屡受质疑，在改革中不时出现“走一步、退
两步”的现象。民众是高考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除
高考的参与权之外，在高考“阳光工程”的推进下，
知情权、监督权也逐渐受到重视，民众对高考的监
督获得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加剧
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如今，与高考相关的任
何一条信息的影响力都远远大于历史上任何一个

时期，民众对高考的监督具备可行性基础。
在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三个责任主体中，

国家的地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与稳定性，高校处于
“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境地，民众则通过社会舆论
的作用监督、影响高考制度的实施与改革。可以
说，这样的权责分配是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
密切相关的。与世界其他国家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中国其他层次学校的考试招生制度不同，中国的高
考与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社会流动与分层、社会
稳定、社会发展等关系紧密，是国家政治权力、社会
民主权力的关注重点，所以必须首重公平。教育部
颁发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指出，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考试属于国家教育考试，即由国务院教
育行政部门确定实施，由经批准的实施教育考试的
机构承办，面向社会公开、统一举行，其结果作为招
收学历教育学生或者取得国家承认学历、学位证书
依据的测试活动。高考要对国家负责、对民众负
责，就必须守住公平这一底线，这一原因使高考的
社会功能凸显。国家政府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近７０年来在维护高考公平方面也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较高的受认可度决定了其在高
校考试招生发展的中国道路上将长期作为最重要

的责任主体存在。人民群众是高考的参与者、受益
者，民众的认同与意见是高校考试招生改革不可忽
视的要素，同时，新媒体、互联网技术等的发展也提
升了民众监督高考过程、关注高考公平的可能性与
必然性。高校是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主体，“谁培
养谁招生”的逻辑决定了其应对高考负责，但现阶
段高校乏于招生力建设，屡因引发公平问题而遭受
质疑。综言之，社会对高考的信任、对高考公平的
认同使高考成为中国精神文明领域中一块“珍贵的
绿洲”，民众对高考公平的期待是无止境的，这是文
化问题，高考公平的现实意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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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制度问题。
（二）高考对普通教育的引导作用不变，对高等

教育的基础作用逐渐增加，本质原因在于高校考试
招生制度的教育属性

在分支型学制的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中，普
通高中只有单一的升学任务，高考作为高等院校的
入学考试意义重大。它具有选拔性，是普通教育与
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桥梁，它通过考试、招生两个
环节，对普通教育的毕业生进行考查，合格者将获
得高等院校的入学资格。长期以来，高考对普通教
育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即“高考指挥棒作用”。在
高考这根“魔力指挥棒”的影响下，“一切为高考服
务，一切给高考让路”成了响彻应试教育校园的大
众口号，“高考”成了教师和学生日常活动的轴心与
终极目标瑏瑩。７０年高考制度在不断变革，但它对普
通教育的引导作用始终不变。每一次高考改革都
会触发普通教育的变革，比如新高考“两依据一参
考”的评价体系变化，引发了高中教育观的变化；高
考科目设置的变化，带来高中师资结构的调整；高
考科目组合的变化，关系到高中教务管理的变革
等。相比之下，高考对高等教育的作用远不及前
者。高考犹如一把“量才尺”，为高等教育遴选合格
生源，并为入选的生源分配专业，是高等教育的“守
门人”。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全面开展，这一作用
相应增加：应试科目与高校专业教育的联系增加，
考生的综合素养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关系加强，
录取方式、志愿填报形式对高校专业建设、学科发
展的影响更为显著。
在与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关系密切的两级

教育中，高考与普通教育的关系紧密，对普通教育
的影响直观，这一关系广受关注；高考与高等教育
的关系相对松散，虽然存在“由松至紧”的转向，但
缺乏实质性突破，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是潜在
的，这一关系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高考虽然社会
功能凸显，但其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考试，具有教育
功能，这就决定了它与国民教育系统的本质联系。
高考的教育功能，决定了高考有义务贯彻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有效
衔接，实现人才培养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高考也有
义务引导、规范中小学办学，提升普通教育的育人
效率；高考还有义务识别高等教育准入学者的性向
差异，为高等教育选拔适宜适性生源，为优化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服务。高考与普通教育关系密切、与
高等教育关系疏远，是因为相关群体都将高考视为
终结性目标，受制于“高考定终身”思维，过分夸大

了高考对个体成长、成才的决定性作用。这在过去
“统包统分”“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有其合理性，
彼时考上大学意味着获得国家干部身份和铁饭碗，
高考是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决定性因素，但已不
适用于当今“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因为大学生在
毕业后将面对劳动力市场的再次选择，且就业后再
择业的概率也大幅度攀升。同时，相关群体没有将
高考视为过程性目标，忽视了高考的“高校入学考
试”性质：它是专业教育的起点，是个体从接受普通
教育转向接受专业教育的关键，在现行的就业制度
下，应通过高考选择适宜的专业，为个体的专业发
展奠定基础。

（三）唯“分”是从的招考标准基本不变，考试次
数与录取方式发生改变，根本问题在于不科学的教
育评价导向

高考属于教育评价范畴，７０年来评价体系的
内容、形式、结构等也在发生变化，表现为招考标
准、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形式与录取方式等的变化。
招考标准存在非常强的路径依赖，“唯分数论”在中
国高校招生录取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李远哲先生
将这种承袭形容为“以学业成绩至上的方式”从后
门“溜进”了新式学校教育的“科举幽灵”瑐瑠，这一标
准的科学性引人生疑，它关系到入学者知能结构的
科学性与适宜性。统一考试的形式没有改变，“一
致即公平的观念”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这也导致
自主选拔录取、综合评价录取的多元形式频频遇
冷。加分政策经历了从多样化向稳步调整，再向大
规模“瘦身”的转变，这一举措在照顾特殊群体、激
励拔尖人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权力寻租造成高考加分政策的执行背离初
衷、损害公平，于是，“一刀切”成为最好的选择。虽
然“一考定终身”的一年一试发生改变，国家先后通
过增加“春季高考”试水“一年两考”，在高考综合改
革中试点外语等科目的“一年多考”，但问题频出，
只能选择“以退为进”。志愿填报形式与录取方式
发生了改变，平行志愿、知分知线报志愿、实时在线
报志愿等形式一方面降低了考生的报考风险，另一
方面也将“唯分数论”“分分计较”推向了极致。
在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评价体系中，“一

元论”居于主导地位、“多元论”被漠视，以形式变革
为主体，内容变革被忽视，这也就导致７０年来教育
评价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育人、招考、选才效率。事实上，这种评价体系有
合理的一面，比如“统一考试”，是现时现状下的最
好选择，没有任何一种形式可以代替它保证考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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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这一评价体系也有不
合理的一面，最终形成了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第一，不完善的评价内容，使考生形成了欠合理的
知能结构。长期以来，中国高考以考查认知能力为
主，非认知能力受到忽视，但后者对个体学业成就、
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
的。第二，不合理的评价重点，导致考生投机应试、
片面发展。“一考定终身”是评价体系的重大症结，
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并非简单地增加考试次数。考
试次数的改变不能避免终结性评价的弊端，这个问
题的关键，是评价对象的过程性与终结性，而非评
价次数的多与寡。次数的增加只有达到一定程度
才会发生质变，一年两试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一
年多试的可比性又在短期内难以达成。第三，中国
高考评价体系的问题在于内容与结构的欠科学，但

７０年来的相关改革却落入了重“形式”的窠臼。比
如加分制度的实行，本意在于对学科特长突出、道
德品质高尚、对社会具有特殊贡献等群体的奖励，
或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但当这一制度过分拘泥于
量化的分数、忽略质化的内涵时，就易为形式所困，
不仅无法使能力突出者在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还
容易滋生腐败、有损高考公平、招致质疑。

（四）招生规模不断改变，高考的竞争性与高利
害性不变，基本矛盾在于优质高等教育的稀缺以及
社会对高校分类发展的不认同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资源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属于稀缺公共资源，在今天，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仍具有稀缺性，而高考是民众获得高等教
育的唯一途径，这就决定了高考的竞争性与高利害
性。７０年来，中国高考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

１９５２年高考刚建制时招生规模仅有５万人，随后
逐年递增，１９６０年达到２７５８００人之后递减瑐瑡。

１９７７年高考恢复，当年招生２７．３万人，而后招生
规模稳步增长，１９９９年扩招，当年招生１６０万人，

２０１８年高校招生总人数达７９０．９９万人瑐瑢。从理论
上讲，招生规模的扩大将促进录取率的提升，从相
关统计中也可以看出，１９７７年的全国平均录取率
仅为５％，１９９９年的扩招使录取率增加至５６％，

２０１８年达到了８１．１３％。但事实上，录取率的攀升
并没有改变高考的竞争性。从高考大省（如河南
省）近年来的“一分一档表”中可以发现，“提高一
分，干掉千人”的现象着实存在。在河北省衡水中
学、安徽省毛坦厂中学等，类似“两眼一睁，开始竞
争；两眼一睁，学到熄灯”“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要
冲进一本线的大楼”的口号司空见惯。另一方面，

高考的高利害性也没有改变。高考的国家治理功
能以及高考对考生命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改变。
甚至可以说，高考的竞争实质上是人们对政治和经
济等社会地位的竞争在教育领域的高度“浓缩”瑐瑣。
中国高考面临的一大难题是资源配置的问题，

虽然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录取率达到８０％以上，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即将突破５０％大关，但在社会群
体的视角下，高考的竞争性与高利害性仍有增无
减。一方面，是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以２０１７年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本科率为例，全国均值
为３３．４９％，上海市最高（９１．７６％），吉林、北京、天
津、辽宁、江苏超过５０％，６７．７４％的省份（２１个省
份）录取率介于２０％－４０％之间，贵州省最低
（１６．８７％）瑐瑤。资源配置的差异使高考的竞争性在
大部分省市，尤其是高考大省、人口大省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是资源质量差异的问题。假设将原“９８５
工程”高校视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其２０１６年的
录取率为例，全国均值为１．７３％，最高者为天津
（５．４２％），北京、上海、吉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者为贵州（１．０８％）瑐瑥。
已有研究表明，在原“２１１工程”、一本批次的录取
中，也存在此类问题瑐瑦。近年来，将部分二本批次
高校划入一本批次招生，在形式上降低了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稀缺省份的本科一本批次的分数线，但实
质上并未解决高等教育资源质量差异的问题。除
此之外，还与资源类别的受认可度不同相关。分支
型学制使高职高专院校与本科院校在高考之后才

完全区分，长期以来，高考按批次录取导致多数高
职高专院校录取的生源在学业表现中不及本科院

校，在民众心中便形成了“专科在层次上低于本科”
的刻板印象。事实上，二者的差别在于类别不同，
但迄今为止，高职分类高考尚未全面开展，录取批
次的先后顺序强化了考生对本科高校的竞争；高校
分类发展也未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本科院校优
于高职高专院校”的认识在短期内较难颠覆。

三、中国国情下的高考改革

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建立于特殊的历史国

情，发展于社会与教育的双重驱动。它的影响力巨
大，是任何一项教育考试制度都无法企及的；它的
利益关系众多，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校考试招生制
度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可以说，高考改革是中
国教育领域最大的难题，要进行有理有据、切实可
行的改革，就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顺应社会民意、尊
重教育规律，探索具有可行性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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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心怀理想、脚踏实地，以高考公平为基本
原则，以“有限多样”为改革切入点。中国高考的最
基本特征，就是平民色彩、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以及民众对它的高度认可瑐瑧，这也就决定了高考改
革必须首重公平。这是历史与文化的影响。自古
至今，中国人都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在考试方面
则是“不怨苦而怨不公”。公平选才，以考促学，是
科举存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科举
留下的有益经验。唯有考试能在制度上遵循“分数
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规则，可以杜绝“人事因缘”
和“属托之冀”。这也是国情与现实的需要。高考
不仅事关考生前途命运之大体，而且具有促进教育
改革、提升社会文化、稳定政治秩序、促进社会流动
等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是
中国高考广为认同的基础，公平与否甚至直接攸关
考试制度的兴衰存废，所以，高考在任何一个历史
阶段都不能轻视公平。只有在基于公平的前提下
稳步推进，才可能使改革的教育与社会成效实现最
大化瑐瑨。具体而言，在高考改革中科目公平、内容
公平、区域公平、录取公平等，都应受到重视。但我
们又不能为公平所困，也要在公平的基础上兼顾科
学与效率。如果说“大一统”是高考形式公平的主
体，“有限多样”则可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努力
实现“统考为主、能力测试、多元评价、分类招生”，
以适当提升效率。就绝大多数普通本科招生而言，
较为可行的是“一次考试、自主录取”。“一次考试”
即统一高考，“自主录取”则是由招生院校在高考成
绩基础上逐步自主增加对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及综

合素质的考查瑐瑩。但这一形式的建立要以招考公
平、高校招生的多样化意识、高校招生自主性、高校
招生能力、专门性考试机构对学业水平考试以及高
中对综合素质评价的胜任力等为基础。在中国国
情下，一切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高考改革终将成为
一纸空谈，但高等教育全球化以及社会对拔尖创新
人才的需求又决定了高考改革不能囿于公平而摒

弃对效率的追求。
第二，教育为先、兼顾社会，为高考的教育功能

适度加码，高考的社会功能酌情减负。在中国，高
考作为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兼具社会功能与教育功
能。社会功能是由它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决定的，
一方面，中国的教育系统在资源上依赖于政府，高
校的招生与人才培养要对国家负责、要为国家服
务，要发挥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保持社会
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瑑瑠。在普及化时代的高
等教育，这种依赖是有增无减的。另一方面，提供

高等教育对社会民众而言是一种供给，而高考则是
高等教育的入门关，有义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教育功能是由它的自身属性决定的，它发挥
着为高校选拔新生、促进中小学生努力向学、规范
中学办学瑑瑡、衔接大中学教育的作用。可以说，教
育功能是高考的本体功能，社会功能是高考的派生
功能。但７０年来，高考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这
与高考对科举的承袭有关，但高考为高校选才与科
举为朝廷选官是有区别的，后者以“用人”为目的，
前者还兼具“育人”使命；这也与中国建设期的特殊
国情有关，但中国的发展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遵循“人的全面发
展”的哲学逻辑瑑瑢。２０１４年《实施意见》明确指出，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
律；着力完善规则，确保公平公正；体现科学高效，
提高选拔水平；加强统筹谋划，积极稳妥推进”。为
高考的教育功能适度加码，就是在高考改革中要强
调它的育人功能，探索“高考指挥棒”的正向作用，
引导中小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普通教育改革，为大
学选拔适宜适性人才、实现本科教育变革，加强大
中学教育之间的联系、完善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为
高考的社会功能适度减负，不是否认高考对国家与
社会的责任，而是在其继续发挥维护社会公平与社
会稳定等功能的基础上，在考试育人、把握拔尖创
新人才“入门关”等方面有所突破，创新高考为社会
服务的方式方法。只有高考的教育功能得到了充
分的发挥，才能使高考更好地为国家发展与社会建
设服务。
第三，立德树人、评价育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

评价导向，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意
见》也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
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
要”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立德树
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的任何一个阶
段、任何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考试大国”的文
化与“考试古国”的历史使考试在中国的教育系统
中有特殊意义，在很多情况下，考试内容被视为教
育的主要内容，在考试中脱颖而出是教育的目标，
甚至有一大部分学生将考试视为学习的主要动力。
也就是说，考试作为一种评价方式，在中国还承担
了评价导向的作用。当考试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
位，它的职责也就不能局限于选拔人才，还应考虑

２２



培养人才，即考试的育人功能。高考作为中国最重
要的一项考试，它的评价导向作用、评价育人功能
是不可忽视的，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是关
键。评价理念一元主义盛行、评价理论适宜性欠
缺、评价指标的科学性有待加强、评价方式的灵活
性有待扩充等，是中国现行高考评价的突出问题。
高考改革要探索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要建立多元
的评价观、突破“唯分数论”的限制；要建立适合中
国国情的评价理论，以广受世界认可的第四代评价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理论为基础，充分
吸收中国考试古国的历史经验，针对考试大国的公
平问题进行适应性调整；要建立健全评价指标，在
对认知能力考查的基础上，增加对考生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非认知能力等的考查；要使用多
种评价方式，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突破纸笔考试
的限制，增强评价方式的适宜性；要以高考综合改
革为契机，以综合素质评价与高校录取的“软挂钩”
为切入点、以“硬挂钩”为目标，探索适于中国国情
的改革。
第四，立足高教、回望高考，将高考改革统一于

高等教育普及化、内涵式建设以及分层分类发展
中。高考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托，是高等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高校中却未受到
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高校考试招生与高级专门人
才培养、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开展、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等关系密切。立足高教、回望高考，要重视高考、
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的一致性。在当前情况下，要
重点考虑三个问题：其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
高考改革。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考生进
入大学的机会增加。这不是简单地由“卖方”市场
向“买方”市场的供需结构上的转变，而是高校考试
招生从选拔“学业拔尖人才”向选拔“适宜适性人
才”的转变。但考测学生学业水平的纸笔测试难以
满足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选才要求，这就要提升
高考内容与形式的甄别度，以适应高等教育新的发
展阶段的需求。其二，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的“质量、结构、公平以及制度”等各要素统一、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瑑瑣，高考是高等教育的入门
关，提高生源质量是优化高等教育质量、形成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模式的基础。具体而言，高考改革
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要相互适应，比如，如
何实现从“专业招生、专业培养”向“大类招生、大类
培养”的过渡等。其三，高考改革与高校分层分类
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长期处于不均衡

的发展状态，资源往往倾向于重点高校，马太效应
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普通高等教育资源的

差异。在统考统招的制度下，也削弱了普通高等教
育，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的吸引力。高考改革要注
重高等院校类别之间的差异，加速探索高职分类高
考，从高等教育入口关将二者区别开来，提高高职
高专院校的社会认同度；同时，对高水平大学应充
分尊重其改革意愿、培育其招生能力，赋予其充分
的招生自主权。立足高教、回望高考，也不能忽视
高考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性，即早发内生型高考制
度与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的区别、融合、共进问题。
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缘系于延续一千三百

年的科举制度，发端于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国情，７０
年来几经劫波、大浪淘沙，从草创到成熟、从单一到
多元，种种变革无一不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它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在

８０年代初对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乱象、
恢复教育的正常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对新时代的
社会变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功用
也“指日可待”。高校考试招生制度７０年来形成了
独特的中国模式，在恪守与突破的背后是深刻的中
国问题。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必须有中国立
场、走中国道路，才能肩负起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人民的综合
素养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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